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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 2021年 7个省份 1349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
析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及其他措施对农户环境设施管护付费意愿的激励作用。结果表
明: 农户对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服务具有一定的支付意愿，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农

户支付意愿的提高。政策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私人环境设施管护，对公共环境设施管护的
激励较弱，此外政策的激励作用和农户收入水平有关，低收入群体的付费意愿较低。因此，
需要在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基础上配合使用其他激励措施，例如通过明晰环境设施使用权属、
提升环境设施质量、建立非正式约束制度等方式强化政策的激励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为
设计有效的公共服务受益者付费制度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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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有效推进乡村建设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 林万龙，2024) ，而人居环境整治是现
阶段乡村建设的关键环节。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是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改善农户人居
环境的必要条件。有效的供给不仅在于设施数量的稳定增加，也在于管护服务的持续提升。人居环
境基础设施包括私人设施( 例如自家厕所) 和公共设施( 例如公共污水处理管网) ，管护服务就是对这

些设施的维护和管理服务，以保证设施持续运转，包括农户厕所清洁服务、村庄污水设施的管理维护
等。无论是私人设施还是公共设施，人居环境治理中的设施管护服务均具有公共属性: 一是管护服务
需要规模化，分散的村庄难以形成有效的服务供给，需要公共资源投入; 二是管护服务需要标准化，标

准不统一可能带来负的环境外部性，例如在农户厕所清洁服务中，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处理厕所粪污

可能会产生“二次污染”问题。
保障人居环境设施管护，需要多元化的筹资渠道。目前人居环境基础设施供给主要是依靠政府

财政投入( 李冬青等，2021; 王宾等，2021) ，但公共资源的投入总量受限，在基础设施供给任务基本完
成后，基层政府部门可能会将农村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投资置于次优先地位。原因在于，中国农村公共
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量大( 戈国莲等，2022) ，环境卫生基础设施产生的有益效果需要长时间才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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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Voth－Gaeddert等，2022; Augsburg等，2024) ，面临人口流失、村庄凋敝等不确定性因素，政府部门
可能缺乏持续的管护投资。为持续的人居环境管护公共服务探索多方位的筹资渠道，激励社会多元
主体的参与( 向玉琼等，2024; 李海金等，2025) ，是人居环境基础设施保量提质的关键，也是人居环境
治理催生其他产业( 如乡村旅游业) 的基础( 郑义等，2021) ，更是优化治理主体间互动机制、构建共建
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重要举措( 孙品等，2025) 。
农户是人居环境治理管护的直接受益者，激励农户合理付费是完善人居环境治理长效管护机制

的重要补充。在财政资金投入有限情形下，鼓励农户为人居环境治理合理付费具有客观和主观的考
虑。客观方面，农户为管护公共服务付费不仅符合受益者付费原则( Beneficiary－pays Principle) 的理
论内涵，有助于健全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生成机制( 石欣欣，2025) ; 也有助于提升农民在人居环境治理
中的主体地位，通过沉没成本效应( Ashraf等，2010) 强化农民“我付费我利用”的心理，增强设施的使
用效率和治理的长期效果。主观方面，为满足自身的美好环境需求，农户对人居环境设施管护公共服
务也有一定的付费意愿。例如，魏同洋等( 2022) 研究发现农户对污水处理的平均支付意愿在 5 ～ 6
元 /月; 朱凯宁等( 2021) 发现农户对垃圾治理的付费意愿平均为 45 元 /户。由于管护服务具有较强
的公共属性，一些制度设计不尽完善( 孙慧波等，2022) ，农户的支付意愿整体仍偏低。
如何激发农户对环境设施管护的支付意愿，避免人居环境持续治理中出现“政府做、农民看”的

局面，尽管相关研究已对此探讨，但仍存在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的经验总结和实证分析。例如，已有
研究显示，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意愿不仅受收入水平( 朱凯宁等，2021) 和环境认知( 唐洪松，
2020) 等个体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社会群体监督( 唐林等，2019) 和社会规范( 孙前路等，2020) 等社
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这些关于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治理意愿的文献在激发农户管护支付意愿方面存在
两个不足: 一是多数文献关注的视角集中于前期的设施供给，对管护服务的关注不够。人居环境设施
供给存在私人设施和公共设施，而管护更多是统一的公共服务，设施和管护的物品属性差异需要针对

管护开展新分析。二是研究内容多是分析个体特征和群体特征的影响，忽视已经广泛开展的人居环
境治理政策的影响，也很少涉及其他激励因素( 如制度、经济等) 的作用。
人居环境治理政策是目前驱动人居环境快速转变的重要驱动力( 李冬青等，2021) ，相关政策不

仅强调基础设施的供给，也“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垃圾污水处理农户付费制度，完善财政补贴
和农户付费合理分担机制”①，建立健全“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运行管护社会化服务体系和服务费
市场化形成机制”②。因此，探讨人居环境设施管护问题，要考虑已有政策对农户参与管护的影响，只
有在已有政策基础上才能设计更好的农户管护付费激励措施。
基于此，本文利用 2021年实地调研 1349户农户数据，实证分析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及其适配措施

在激发农民环境设施管护支付意愿方面起到的作用，对全面建立受益者付费机制进行探索。建立公
共管护服务“受益者付费机制”的前提，是通过一系列措施激发农户的支付意愿。在人居环境治理领
域，目前有关农户支付意愿的文献多是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个体静态特征或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

响农户对设施修建的支付意愿。然而，设施供给已然发生，未来人居环境治理重在设施管护、建立公
共管护服务“受益者付费机制”围绕设施供给方面的研究对制定管护激励政策的贡献有限。本文参
考 Buchholz等( 2021) 的公共物品供给理论框架，从理论上对影响农户公共服务支付意愿的政策因
素、制度因素和收入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利用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虽然本文的支付意愿数据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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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测算，可能存在假想偏差等问题( Penn 等，2018) ; 但在农户熟悉的人居场景
下，意愿调查法得到的估值是有参考价值的( Freeman等，2014) 。本文关于农户管护服务支付意愿激
励政策和措施的研究既是对已有研究的补充，并具有政策前瞻性，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人居环境治理政

策从落地实施到被农户接受认可的实施过程。人居环境治理是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研究
结果能为在乡村建设中建立广泛的受益者付费机制提供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本文基于 Buchholz等( 2021) 的公共物品供给理论，并结合行为经济学中的心理账户等理论，构
建分析农户对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服务支付意愿的理论框架。通过分析农户支付意愿形成的理论机
制，本文探讨了农户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服务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重点关注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及设施

权属、设施质量、非正式环境约束制度等如何促进农户对管护服务的偏好转变，进而对农户的支付意
愿产生影响，为后续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假设村庄有 n户农户，每户农户 i愿意为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服务支付pi，村庄人居环境设施管护

服务供给水平为 P =∑
n

i = 1
pi +a，其中 a为管护服务供给的固定成本。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服务在村庄范围

内是公共服务，所有农户均能消费 P 水平。农户对环境设施管护的支付决策可视为在预算约束下的
效用最大化问题。农户 i的效用函数设为ui =U( ci，P) ，其中ci表示私人物品消费; P 表示村庄人居环
境设施管护服务供给水平，不仅包括农户自身对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服务消费pi，还包括村庄其他人对

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服务消费带来的外部性，以及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所需的固定成本 a。农户 i的预算
约束为wi，wi = ci+pi。农户 i对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服务的支付意愿pi =wi－ci≥0。
农户 i的均衡状态是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服务增加不会再导致效用增加。假设在不同预算约束水

平下，农户 i最优消费组合是( c
�
i，P
�
) ; 类似收入扩展线，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服务最优水平的扩展线ei

( P) 如图 1所示，ei( P) 越靠近 P 轴，农户对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服务偏好程度越高。在均衡状态下，农

户 i的私人物品消费为c
�
i = ei ( P

�
) 。以两户农户的均衡为例，农户 1 的扩展线e1 ( P ) 比农户 2 的e2

( P) 斜率更大，更偏向 P 轴，表示农户 1比农户 2对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服务的偏好更大。影响农户偏
好程度的因素有客观因素( 如治理政策) 和主观因素( 如环境意识) 。总的均衡由两户农户扩展线横

向加总决定，即 φ P( )是e1( P) 和e2( P ) 的横向加总，此时P
�+e1 P

�
( ) +e2 P

�
( ) = P

�+c
�
1 +c
�
2 = w1 +w2 =W。因

而，在自愿付费的前提下，农户对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服务支付意愿的均衡为:

P
� +∑

i∈S
ei( P

�
) =∑

i∈S
wi ( 1)

其中，S表示村庄内部愿意付费的农户集合，其元素个数为愿意付费的农户数量 s。
人居环境设施管护具有外部效应，这导致农户支付意愿面临均衡困境: 个体的理性选择可能导致

集体支付不足( Cornes 等，2007) 。具体而言，一是部分农户不愿意付费，导致愿意付费的农户数量
s≤n; 二是农户的付费水平有限，即扩展线e1( P) 的斜率较小。
为解决外部性问题，政策引导尤为关键。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对农户环境设施的支付意愿可能产

生如下影响: 一方面，通过补贴、直接投资等政策工具，提高了环境卫生设施普及率( 李冬青等，
2021) ，形成“禀赋效应”，农户对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服务产生更高的心理估值; 同时政策带来的相对
统一的环境设施也使管护服务产生规模效应，降低了管护固定成本; 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下，人居环

境设施管护服务扩展线ei( P) 向 P 轴移动，农户对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服务的支付意愿提升。另一方
面，政府初期投资形成“免费公共服务”的心理账户，农户会因为环境设施被视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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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共服务支付意愿均衡( 两户农户场景)

务”而低估其个人支付的必要性，从而抑制后续付费意愿。具体哪种效应占优势，与影响农户支付意
愿的社会经济因素相关。
一是收入水平可能影响政策效应。上述模型显示，如果收入水平较高，农户的预算约束放宽，环

境质量需求进入消费函数，其对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服务的支付意愿增加。保持农户偏好不变，收入水
平提升意味着( 1) 式的右边增加，达到均衡后，( 1) 式的左边也会增加; 由于私人物品和管护服务均为
正常品，两者的收入效应均为正，农户对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服务的支付意愿提升。二是设施权属可能
影响政策效应。排他性使用权明确了“谁受益谁付费”的责任归属，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假设人居环
境设施管护服务是针对使用权明晰的环境设施( 例如户用厕所或污水处理设施) ，农户想要获得人居

环境设施管护服务，就需要支付P
�
，并且有 P

�= p
�
i +a＞p

�
i ; 也就是说农户对使用权明晰的环境设施的管

护服务的支付意愿较高。三是设施质量可能影响政策效应。根据消费者行为学的满意度理论，环境
设施质量通过“体验—满意度—支付意愿”链条影响决策。设施质量越好，对农户的管护偏好的正向
影响越大，ei( P) 向 P 轴移动幅度越大，农户对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服务的支付意愿提升程度越大。此
外，非正式环境约束制度也可能与政策相互作用，通过声誉效应、邻里行为等影响农户的环境意识，促
使ei( P) 向 P 轴移动，农户对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服务的支付意愿被提升。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可能有助于提升农户对环境设施管护服务的支付意愿。
H2: 由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农户偏好，政策实施的促进效应可能存在异质性。
具体而言，收入水平越高，农户越愿意为人居环境设施的管护服务付费; 使用权明晰的环境设施

管护服务，农户支付意愿的提升更明显; 设施质量越好，农户支付意愿的提升更大; 非正式的环境约束

制度能够增进农户支付意愿。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本文数据源自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智库数据”。该数据库采用县、
乡、村三级分层随机抽样。首先，根据中国地理单元七大分区( 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
南) ，每个分区随机抽取 1个省份。其次，将每个样本省份的所有县按人均工业产值从高到低分五等
分，从每等分中随机抽取 1个样本县。再次，将每个样本县的所有乡镇按照人均工业总产值分成 2～3
组，从每组中随机抽取 1 个样本乡镇。人均工业产值相对于农业收入指标可信度更高( 邓蒙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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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可以较好反映居民生活水平和区域发展潜力( Ｒozelle，1996) ，避免样本仅包括以农业为主的
县乡。最后，在样本乡镇随机抽取 1 ～ 2 个样本村，并在样本村随机抽取 10 或 20 户样本农户。本文
数据基于 2021年底的实地调研，包括辽宁、河北、陕西、四川、湖北、浙江、广东 7省份 121个村庄 1349
户农户; 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能够反映全国情况。
为调查农户对人居环境管护服务的支付意愿，课题组从自家厕所清洁服务和公共污水设施管护

两个方面收集了相关数据。问卷包含农户对于自家厕所清洁服务或公共污水设施管护是否需要交
费; 如果交费，每月交多少元; 如果不交费，最高每月愿意支付多少元。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农户
对自家厕所清洁服务或公共污水设施管护的支付意愿截面数据( 见表 1) ，以及农户的实际付费数据，
包括是否实际付费、实际付费金额。
本文用 2021年村庄是否开展改厕项目、污水治理作为政策解释变量( 见表 1) 。在分析污水治理

影响时，本文还关注了不同污水设施权属( 修建公共排污管网和修建单户使用的小设备) 的影响。为
观测政策滞后影响，课题组收集了 2014—2018年村庄的项目情况。此外，为反映设施质量带来的异
质性，本文将农户对自家厕所满意度评价作为反映人居环境设施质量的指标。
已有研究表明收入、受教育程度、环境意识等家户特征影响其环境支付意愿( Deb 等，2024;

Augsburg等，2024) ，例如，收入水平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或环境意识越强，农户对良好环境的支
付意愿越高。在对公共物品投资的集体行动中，组织规模等特征也会影响居民的行为( Duflo 等，
2012) ，例如，组织规模越大，组织成员之间的协调成本越大，搭便车行为越多，成员的支付意愿也
越低。为此，本文将村庄和农户的社会经济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农户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
人数、劳动力占比( 16 ～ 65 岁人数 /总人数) 、家务时间占比( 家务时间 /总工作时间) 、劳动力平均
受教育年限、人均纯收入、人均耕地承包面积。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 户数规模、常住户籍人
口比( 常住人口 /户籍人口) 、本地工资水平( 在本县域务工的劳动力平均工资水平) 、环境卫生方
面的村规民约。
上述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 1所示。本文支付意愿数据是基于简单的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 Con-

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 “您愿意为此最高支付多少钱”得出。如果是在农户陌生的场景中，
CVM估值被认为缺少稳定性和真实性; 但本文所设置的场景贴近农户生活，在农户易于理解的场景
下，可以减少对 CVM估值真实性的顾虑( Freeman 等，2014) 。另外，对于自家厕所清洁服务，也有足
够多的真实管护服务收费情形; 因此，可以通过对比自家厕所清洁服务意愿付费和真实付费的数据分

布，来进一步观察支付意愿数据的稳定性。在控制其他因素后，虽然支付意愿的均值大于真实支付;
但与真实付费数据( Log 形式) 呈现正态分布一致，自家厕所清洁服务意愿付费数据( Log 形式) 也呈
现类似分布，说明支付意愿数据分布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 二) 关键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 2 汇报了农户对环境设施管护服务的实际支付和支付意愿。对于自家厕所清洁服务:
9. 34%的农户为此付费，平均付费 14. 3059 元 /月; 91. 66%的农户尚未付费，其平均支付意愿为
17. 6326 元 /月，略高于实际支付均值。尚未实际付费的农户中，60. 34%的农户付费意愿为 0;
31. 32%的农户付费意愿大于 0，其平均支付意愿为 52. 7254 元 /月，远高于实际支付均值。对于公
共污水设施管护: 仅有 1. 48%的农户为此付费，平均付费 19. 0208 元 /月; 98. 52%的农户尚未付
费，其平均支付意愿为 14. 9793 元 /月，略低于实际支付均值。在尚未实际付费的农户中，74. 20%
的农户付费意愿为 0; 24. 32%的农户付费意愿大于 0，这部分农户的平均支付意愿为 60. 6936 元 /
月，高于实际支付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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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 2021年农户投资意愿

自家厕所清洁服务是否实际付费( 1=是; 0=否) 1349 0. 0934 0. 2911 0. 0000 1. 0000

自家厕所清洁服务实际付费( 元 /月) 126 14. 3059 17. 9391 1. 0000 100. 0000

自家厕所清洁服务支付意愿( 元 /月) 1223 17. 6326 48. 9045 0. 0000 300. 0000

使用公共污水设施是否实际付费( 1=是; 0=否) 1349 0. 0148 0. 1209 0. 0000 1. 0000

使用公共污水设施实际付费( 元 /月) 20 19. 0208 24. 9747 1. 2000 100. 0000

公共污水设施管护支付意愿( 元 /月) 1329 14. 9793 45. 3470 0. 0000 300. 0000

B. 2021年村庄整治项目( 1=是; 0=否)

是否开展改厕项目 121 0. 8264 0. 3803 0. 0000 1. 0000

是否开展污水治理 121 0. 5537 0. 4992 0. 0000 1. 0000

是否修建单户使用的小设备 121 0. 0661 0. 2495 0. 0000 1. 0000

是否修建公共排污管网 121 0. 4880 0. 5020 0. 0000 1. 0000

2018年是否开展改厕项目 121 0. 5950 0. 4929 0. 0000 1. 0000

2018年是否开展污水治理 121 0. 4132 0. 4945 0. 0000 1. 0000

2014年是否开展改厕项目 121 0. 1901 0. 3940 0. 0000 1. 0000

2014年是否开展污水治理 121 0. 1653 0. 3730 0. 0000 1. 0000

C. 2021年控制变量

户数规模( 100户) 121 6. 5084 4. 8517 0. 7700 40. 5500

常住户籍人口比 121 0. 6357 0. 3047 0. 1543 2. 0000

本地工资水平( 1000元 /月) 121 3. 3535 1. 0820 0. 1800 6. 2500

是否有环境卫生方面的村规民约( 1=是; 0=否) 121 0. 3719 0. 4853 0. 0000 1. 0000

对自家厕所满意度评价( 1 =很不便利，2 =不便利，
3=一般，4=便利，5=很便利)

1349 4. 0289 0. 8143 1. 0000 5. 0000

家庭人数( 人) 1349 4. 0074 1. 7664 1. 0000 12. 0000

劳动力占比 1349 0. 6884 0. 3073 0. 0000 1. 0000

家务时间占比 1349 0. 1674 0. 1527 0. 0000 1. 0000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1349 7. 3503 3. 1866 0. 0000 15. 5000

人均纯收入( 1000元) 1349 12. 4556 18. 7927 0. 0000 240. 0000

人均耕地承包面积( 亩) 1349 2. 0100 2. 6307 0. 0000 36. 0000

由表 2结果可见，一方面，激发农户为人居环境设施管护付费具有较大潜力。虽然目前为环境设
施( 尤其是公共环境设施) 管护实际付费的农户比例较低，但有相当部分农户有较高的支付意愿。另
一方面，促进农户为人居环境设施管护付费也存在如何激励的问题。目前，多数农户对环境设施管护
的付费意愿为 0，根据实地调研情况，除了少部分农户认为“管护需要政府部门完全承担”之外，主要
是管护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原因。设施管护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农户的支付意愿就没有现实依托; 管
护付费制度供给不足，农户就会缺少管护服务需要付费的认识。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实施解决了部
分供给不足的问题，在实际中其对农户的付费意愿有怎样的激励效果，本文将进一步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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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农户对环境设施管护的实际支付和支付意愿描述

变量

自家厕所清洁服务 公共污水设施管护

样本数量
占比
( %)

均值
( 元 /月) 样本数量

占比
( %)

均值
( 元 /月)

A. 实际已付费 126 9. 34 14. 3059 20 1. 48 19. 0208

B. 支付意愿

总计 1223 91. 66 17. 6326 1329 98. 52 14. 9793

0值 814 60. 34 0. 0000 1001 74. 20 0. 0000

非 0值 409 31. 32 52. 7254 328 24. 32 60. 6936

注: 表中的“占比”是指占总样本数量( 1349) 的百分比

四、实证模型构建

1. 基本回归分析模型。政策对农户管护支付意愿的影响，也就是人居环境治理项目实施对支付
意愿的影响。由于支付意愿为截面数据，本文设定如下实证模型:

Wij = βdDj + βxXij + λp + εij ( 2)
其中，i表示农户，j表示村庄，p表示省份。Wij表示农户对人居环境设施管护的支付意愿，包括自家

厕所清洁服务支付意愿( 元 /月) 、公共污水设施管护支付意愿( 元 /月) 。Dj为主要的解释变量，表示

对应的村层面的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当 W是自家厕所清洁服务支付意愿时，D为村庄是否开展过改
厕项目; 当 W是公共污水设施管护支付意愿时，D 为村庄是否开展过污水治理。Xij为村庄和农户层

面的控制变量，参见上节对控制变量的说明。λp表示省级层面的固定效应，控制了不可观测且不随省

份变化的因素。εij为农户层面的随机干扰项。由于项目是在村级层面开展的，将标准误聚类在村庄
层面。βd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系数，即为村层面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对农户支付意愿的边际效应。
稳健性检验。一是支付意愿数据存在部分取值为 0 的“截尾”情形，( 2) 式的 OLS 估计可能会产

生有偏的估计结果，本文使用 T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二是问卷仅对没有发生实际支付的农户询
问了支付意愿，如果实际支付的农户和没有实际支付的农户在某些社会经济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样

本选择偏差就会存在，可能导致 OLS的估计结果存在选择偏误( Selection Bias) 。为解决选择偏差可
能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运用 Heckman( 1979) 提出的选择模型( Heckman Selection Model) 进行稳健性
检验。最后，从 2014年《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①颁布开始，各地区已陆续开始人居环
境整治，至 2018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②强化了人居环境整治。本文依次在( 2) 式中
加入 2018年是否开展改厕项目或污水治理、2014 年是否开展改厕项目或污水治理来进行稳健性检
验，并观察人居环境政策效果是否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

2. 分位数回归( Quantile Ｒegression) 分析。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对农户支付意愿的影响大小可能
与支付意愿的分布有关，为验证这种分布关系，本文利用分位数回归进行估计。为分析βd随农户支

付意愿分布的连续变化，借鉴 Carranza等( 2022) 的做法，估计支付意愿大于 0 的每个分位点上的系
数，并绘制各个分位点连续的系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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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含交互项的异质性分析模型。在( 2) 式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收入水平、设施权属、设施
质量、约束制度等带来的潜在异质性效应。为此，设立如下分析模型:

Wij，money = β1 Dj + β2 Dj × Zij + βx Xij + λp + εij ( 3)
其中，Wij，money是农户对自家厕所清洁服务或公共污水设施管护的支付意愿( 元 /月) ; Dj为是否开展改

厕项目或是否开展污水治理; Zij表示可能给政策带来异质性影响的变量。β2是关注系数，如果β2和

β1符号相同( 或相反) ，表明Zij变量对改厕项目或污水治理起到强化( 或削弱) 作用。
应用( 3) 式，一是分析农户收入水平对人居环境治理效应的影响。此时，W分别是农户的自家厕

所清洁服务支付意愿和公共污水设施管护支付意愿，Zij为农户的人均纯收入，β2反映了家庭收入水

平带来的异质性影响。如果β2显著，进一步使用门槛模型，确定改变政策效果的收入门槛值。二是
分析设施使用权权属对污水治理效应的影响。此时，W 是农户的公共污水设施管护支付意愿，Dj为

是否开展污水治理。Zj为是否修建单户使用的排污设施( 对应公共排污管网) ，修建单户使用的排污

设施表示使用权权属明晰( 对应权属不明晰) 。三是分析设施质量对政策效应的影响。此时，W是农
户自家厕所清洁服务支付意愿，Zi，j为农户对自家厕所便利程度的评价。四是分析非正式的环境约束
制度对人居环境治理效应的影响。此时，W分别是农户的自家厕所清洁服务支付意愿和公共污水设
施管护支付意愿，Zj分别为是否有环境卫生方面的村规民约，表示非正式的环境约束制度。

五、实证分析结果

(一) 基本模型估计结果

首先，本文估计改厕项目对农户自家厕所清洁服务支付意愿的影响，用以反映人居环境治理政策

对私人环境设施管护服务支付意愿的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改厕项目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农户
对自家厕所清洁服务的支付意愿。具体地，改厕项目的实施使得农户对自家厕所清洁服务的支付意
愿显著增加 5. 8693元 /月( 表 3( 1) 列) 。在没有改厕项目的村庄，自家厕所清洁支付意愿的样本均值
为 12. 5122元 /月，5. 8693 元 /月的增加相当于使农户的平均支付意愿提升 47%。Tobit 模型和
Heckman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改厕项目的实施使得农户对自家厕所清洁服务的支付意愿分别
增加 19. 3530元 /月( 表 3( 2) 列) 和 5. 9713元 /月( 表 3( 3) 列) 。可见，在分别考虑 0值“截尾”和样本
选择偏差的情况下，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对农户私人环境设施管护服务支付意愿的激励效果仍然显著。
上述实证结果验证了 H1，也与 Duflo等( 2012) 和 Lenton 等( 2012) 的研究结论呼应: 环境改善项目增
加了居民从环境设施管护服务中获得的边际效用，有助于激发居民的支付意愿。一方面，改厕项目通
过改善基础卫生条件，扩大了农户的环境消费预算空间，这相当于通过收入效应增加农户环境消费意

愿; 另一方面，标准化设施降低了清洁服务的相对价格，管护服务对自清洁劳动形成替代，农户对管护

服务的支付意愿提升。这一发现揭示了农村环境治理中“供给创造需求”的规律，为在政策层面完善
人居环境治理中的受益者付费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
其次，本文估计污水治理对农户公共污水设施管护支付意愿的影响，以反映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对

公共环境设施管护服务支付意愿的效应。OLS模型、Tobit模型和 Heckman选择模型回归结果一致表
明，污水治理的开展对农户的公共污水设施管护支付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表 3( 4) ～ ( 6) 列) 。可能原
因在于，在开展污水治理的村庄，接近 90%是选择直接投资建设公共排污管网。由于公共排污管网
的使用权由村民共享，公共使用权造成了管护职责模糊，难以通过“清晰边界原则”界定受益责任，进
而无法解除农户形成的“免费公共服务”心理账户。这表明，在环境设施管护中，如果不能明确责任
分配或建立有效的集体行动机制，农户为其付费的积极性将受到抑制。

—82—

农业技术经济 2025年第 9期



表 3 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对农户管护服务支付意愿的回归结果

变量

自家厕所清洁服务支付意愿( 元 /月) 公共污水设施管护支付意愿( 元 /月)

( 1) OLS ( 2) Tobit ( 3) Heckman ( 4) OLS ( 5) Tobit ( 6) Heckman

是否开展改厕项目 5. 8693* 19. 3530* 5. 9713＊＊ — — —

( 3. 3524) ( 11. 5640) ( 3. 0282) — — —

是否开展污水治理 — — — －0. 7778 －0. 3304 －0. 8803
— — — ( 0. 8285) ( 3. 0459) ( 0. 8526)

家庭人数( 人) －0. 0217 0. 7992 －0. 0509 －1. 8840 1. 8770 －2. 4155
( 0. 9189) ( 2. 6043) ( 0. 9599) ( 4. 5956) ( 18. 3976) ( 4. 8761)

劳动力占比 －0. 9110 －14. 2984 －0. 7042 0. 8875 －15. 4109 0. 3959
( 5. 4977) ( 16. 8546) ( 5. 2589) ( 7. 6331) ( 29. 6187) ( 7. 6226)

家务时间占比 －1. 3667 －12. 2665 －0. 8756 0. 4655 7. 9473 0. 8855
( 7. 9284) ( 23. 1621) ( 8. 5941) ( 2. 5558) ( 8. 7325) ( 2. 6162)

Log－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0. 9700 7. 4522 －0. 9563 4. 1852＊＊＊ 14. 6470＊＊＊ 4. 1237＊＊＊

( 2. 3995) ( 7. 3218) ( 2. 6145) ( 0. 9201) ( 4. 5612) ( 0. 9288)

Log－人均纯收入 3. 9972＊＊＊ 9. 4215＊＊ 4. 0583＊＊＊ 1. 6584 10. 5334 2. 5412

( 1. 1111) ( 4. 0340) ( 1. 0185) ( 1. 9694) ( 8. 0181) ( 2. 2551)

Log－人均耕地承包面积 2. 2199 6. 6321 1. 7607 －4. 3616＊＊ －10. 0898 －4. 5119*

( 2. 3742) ( 8. 5777) ( 2. 4143) ( 2. 1586) ( 8. 0733) ( 2. 4457)

Log－户数规模 －3. 3912 －12. 0953 －3. 2940 6. 6411 29. 1254* 6. 4823

( 2. 5888) ( 8. 3683) ( 2. 8040) ( 4. 3017) ( 17. 0114) ( 5. 1509)

常住户籍人口比 4. 1729 37. 4893* 4. 3962 1. 7969 14. 5351 1. 8985

( 6. 0542) ( 19. 6444) ( 6. 0180) ( 1. 7897) ( 9. 2662) ( 1. 8239)
Log－本地工资水平 0. 9369 －0. 8403 0. 9787 2. 8322 3. 2541 3. 2033

( 2. 3434) ( 13. 8352) ( 2. 2724) ( 2. 8570) ( 10. 2570) ( 2. 8307)

是否有村规民约 4. 6305 23. 8983＊＊ 4. 5217 －0. 7778 －0. 3304 －0. 8803

( 3. 6059) ( 10. 8927) ( 3. 1797) ( 0. 8285) ( 3. 0459) ( 0. 8526)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户数 1223 1223 1349 1329 1329 1349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再次，人均纯收入、户数规模、村庄非正式制度等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均符合预期。表 3 的回归
结果显示，人均纯收入越高，农户的支付意愿也越高，这与多数文献的研究结果“收入和支付意愿正
向关联”一致( 张嘉琪等，2021; 赵会杰等，2021) 。村庄户数规模越大，农户的支付意愿越低( 尤其是
对公共环境设施的管护服务) 。可能原因在于，组织规模是影响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 Banerjee 等，
2007; Balasubramaniam等，2014) ; 农户所处的集体组织规模越大，所面对的外部性越大，其面对公共
集资活动之间的自主协调越弱，搭便车行为就越普遍。在对环境卫生有非正式制度( 村规民约) 的村
庄，农户的支付意愿较高，验证了村层面形成的环境约束能够减少交易成本( 宋洋等，2025) ，提升集
体行动的有效性。表明在设计激励机制时，收入水平、集体行动难度及非正式制度应被充分考虑。
最后，依次加入 2014年和 2018年的人居环境治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对于自家厕所清洁服

务，在分别控制 2014年和 2018年是否开展过改厕项目后，改厕项目的实施使得农户对自家厕所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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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支付意愿分别显著增加 8. 1934元 /月( 表 4( 1) 列) 和 6. 4023元 /月( 表 4( 2) 列) ，但 2014年和
2018年是否开展过改厕项目对自家厕所清洁服务支付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说明人居环境治理政策
对私人环境设施管护服务的激励效应具有较强的即时效应，政策实施初期就对农户支付意愿的提升

显著，因此在政策推行的同时建立稳定的环境设施管护付费机制尤为重要。对于公共污水设施管护，
在分别控制 2014年和 2018年是否开展污水治理后，污水治理的实施对公共污水设施管护支付意愿
的影响仍不显著( 表 4( 3) 列和( 4) 列) 。但 2014年是否开展过污水治理对公共污水设施管护支付意
愿的影响为正( 表 4( 4) 列) ，可见政策对公共环境设施管护付费意愿的激励效果更多体现在实施后
的长期积累，农户在逐步感受到公共设施的持续效益后，支付意愿才可能增强。这一结果与公共物品
的特性相符，表明政策效果累积性和长期性是激励农户对公共设施管护付费的重要因素。

表 4 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对农户管护服务支付意愿的滞后影响

变量

自家厕所清洁服务支付意愿
( 元 /月)

公共污水设施管护支付意愿
( 元 /月)

( 1) ( 2) ( 3) ( 4)

是否开展过改厕项目 /污水治理 8. 1934* 6. 4023* －0. 3784 －2. 9554

( 4. 4630) ( 3. 4986) ( 5. 0199) ( 3. 3827)

2014年是否开展过改厕项目 /污水治理 — －3. 8428 — 7. 3228*

— ( 3. 8500) — ( 4. 0275)
2018年是否开展过改厕项目 /污水治理 －3. 3672 — －0. 6662 —

( 4. 1280) — ( 5. 2384) —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户数 1223 1223 1329 1329

( 二) 分位数回归结果

人居环境治理对不同“愿意支付”水平上的农户的支付意愿有何不同的影响，本文利用分位数回
归进行分析。在汇报人居环境治理对农户支付意愿分位数回归结果之前，需要观察在有无人居环境
治理村庄，农户支付意愿的分布差异: 在有、无改厕项目村庄中，农户对自家厕所清洁服务支付意愿的
累计概率分布呈现以下两个特征( 见图 2A1) 。一是在有改厕项目村庄中，66%的农户对自家厕所清
洁服务的支付意愿为 0，低于无改厕项目村庄的 70%; 二是有改厕项目村庄中的农户对自家厕所清洁
服务支付意愿均大于( 或等于) 无改厕项目村庄，例如，在各自的 90 分位点，有改厕项目村庄中的农
户接受对自家厕所清洁服务支付意愿为 50元 /月，高于无改厕项目村庄的 30元 /月。
在有、无污水治理村庄中，农户对公共污水设施管护支付意愿的累计概率分布差异如下( 见图

2B1) 。一是在有污水治理村庄中，74%的农户对公共污水设施管护的支付意愿为 0，略低于无污水治
理村庄的 77%。二是在 80分位点后，农户对公共污水设施管护支付意愿在有、无污水治理之间的差
异先增后减。例如，在各自的 80分位点，有污水治理村庄的农户对公共污水设施管护支付意愿为 10
元 /月，无污水治理村庄为 5元 /月; 在各自的 90分位点，有污水治理村庄为 50 元 /月，无污水治理村
庄为 30元 /月; 在各自的 95分位点，有、无污水治理村庄中趋向一致。
上述对累计分布图的描述显示人居环境治理可能激励支付意愿较高农户“增加支付金额”。改

厕项目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 见图 2A2) : 改厕项目对农户自家厕所清洁服务支付意愿的正向效应
主要来自激发了“支付意愿强”的农户群体。具体地，在 85 分位点之前，改厕项目对农户自家厕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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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服务支付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在 85分位点之后，改厕项目显著提升了农户对自家厕所清洁服务的
支付意愿。污水治理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 见图 2B2) : 污水治理虽然在整体上对农户的公共污水
设施管护支付意愿没有影响，但增加了中高支付意愿农户参与公共设施管护的可能性。具体地，在
85分位点之前和 95分位点之后，污水治理对农户的公共污水设施管护支付意愿均没有显著影响; 而
在 85分位点和 95分位点之间，污水治理显著提升了农户对公共污水设施管护的支付意愿。
上述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人居环境治理政策主要对设施管护需求意愿较高的农户群体产生显

著的拉动效应，这部分群体更注重环境质量改善，而政策实施的示范效应进一步强化了其支付意愿。
但政策尚未有效推动支付意愿为 0的农户突破参与阈值，可能原因包括: 一是固定成本障碍，即低收
入户需要优先满足其心理上的基本消费，对环境管护的考虑不足; 二是政策对环境设施的补贴或直接

投资让部分农户的免费公共服务的心理账户锁定，不愿为长期管护付费。

图 2 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对农户管护服务支付意愿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 三) 异质性分析结果

在政策实施基础上，如何更好地激励农户为人居环境设施管护进行付费? 本文通过加入交互项，

实证检验收入水平、设施权属、设施质量、非正式的环境约束制度等带来的政策效果异质性，为精准化
政策设计提供经济学依据。

1. 收入异质性及门槛效应。实证分析表明，农户收入水平越高，人居环境治理对农户私人环境
设施管护支付意愿的促进效应越强( 见图 3A1) 。门槛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见表 5( 1) 列) ，收入的门
槛值是 12000元* 。当农户的人均纯收入水平小于 12000 元时，改厕项目对农户的厕所清洁服务支
付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当农户人均纯收入水平大于 12000 元时，支付意愿显著增加 16. 5512 元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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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设定 Wij =β1Dj ×I( incomeij≤q) +β1Dj ×I( incomeij≥q) +βxXij +λp +εij，其中 I( ·) 为取值 1或 0的指示函数; q是收入门

槛值。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经计算，收入门槛值约为 12000元( e9. 3932 ) 。下同



收入门槛值的存在印证了环境服务属于“正常品”的经济属性; 也说明当基本生存需求满足后，环境
质量需求才会进入消费函数。当收入跨越阈值后，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显著提高。

注: 圆点表示点估计结果，阴影部分表示 95%置信区间。下同
图 3 不同收入水平下人居环境治理对农户管护支付意愿的影响

表 5 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对农户管护服务支付意愿的收入门槛效应

变量

自家厕所清洁服务支付意愿
( 元 /月)

公共污水设施管护支付意愿
( 元 /月)

( 1) ( 2)

收入门槛值( q) －Log形式 9. 3932 9. 0561

是否开展改厕项目 /污水治理×( 收入≤q) 2. 1771 －4. 2323
( 0. 5524) ( 1. 2414)

是否开展改厕项目 /污水治理×( 收入≥q) 16. 5512＊＊＊ 4. 4472

( 3. 3613) ( 1. 132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户数 1223 1329

公共环境设施方面，收入对开展污水治理的激励效果没有明显的调节作用( 见图 3A2) ，但存在
使系数符号改变的门槛值，如表 5( 2) 列所示，农户人均纯收入水平小于 8750元时，政策系数为负，大
于 8570元时，系数为正。这表明，对于较高收入群体，污水治理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户公共
污水设施管护支付意愿，但这种激励效应尚不显著，反映了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搭便车”困境，即便收
入提高，集体行动难题仍抑制支付意愿。可见，在设施供给的基础上，还需要其他辅助措施激发低收
入群体为管护服务付费的积极性。例如，调研显示河北省部分地区尝试给农户发放“清洁服务补贴
券”等激励措施，可能是解决此问题的一个方案。

2. 设施权属与管护支付意愿。理论分析表明，农户更愿意为使用权明晰的环境设施的管护付
费。本文估计不同的污水设施使用权安排对农户污水公共设施管护支付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
明，当污水公共设施是单户使用时，污水治理提升了农户对污水公共设施管护的支付意愿。具体而
言，当供给单户使用的小设备时，污水治理使得农户污水公共设施管护支付意愿潜在增加 9. 9788 元 /
月; 当供给公共使用的排污管网时，污水治理对农户污水公共设施管护支付意愿没有影响( 见图

4A) 。当环境设施排他性增强，交易成本降低，农户更易将其管护收益内部化。相比之下，公共管网
因产权模糊导致“1 /n问题”，个体支付对总供给的边际贡献感知弱化。由此可见，人居环境设施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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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使用权安排影响农户参与管护的意愿: 农户更愿意参与自家单独使用的环境设施管护，这就可以

在部分村庄的污水治理中，提供户用或公用户管的污水处理设施，简化权责关系。同时，本文的分析
结果也说明“按产权归属落实农村基础设施管护责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图 4 人居环境治理对农户管护支付意愿的异质性影响

3. 设施质量与管护支付意愿。2020 年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农村人居环
境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提高人居环境整治质量，建立健全人居环境标准体系”①; 体现了
高质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长效管护机制的重要性。实证结果表明，在人居环境治理中为农
户提供的环境设施质量越好，农户对设施管护的支付意愿越高。对于自家厕所清洁服务( 见图 4B) ，
当农户认为目前厕所设施“很不便利”时，改厕项目对自家厕所清洁服务支付意愿的影响显著为负，
使得农户的支付意愿减少 7. 0792元 /月; 当农户认为目前厕所设施“不便利”或“一般”时，改厕项目
对自家厕所清洁服务支付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当农户认为目前厕所设施“便利”或“很便利”时，改厕
项目对自家厕所清洁服务支付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分别使农户的支付意愿提升 6. 9967 元 /月和
7. 0399元 /月。可见，在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阶段，保障施工质量有助于激励农户参与设施管护。

4. 非正式制度与管护支付意愿。实证结果表明，环境卫生村规民约可以激发政策效应，更好地
促使农户对设施管护的支付意愿提升。私人环境设施方面( 见图 4C1) ，在没有村规民约的村庄，改厕
项目对农户的厕所清洁服务支付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在有村规民约的村庄，改厕项目使得农户的厕所

清洁服务支付意愿显著增加 16. 8794 元 /月。公共环境设施方面( 见图 4C2) ，在没有村规民约的村
庄，无论是提供单用还是公用环境设施，污水治理对农户的污水设施管护支付意愿均没有显著影响。
在有村规民约的村庄，提供公用环境设施时，污水治理对农户的污水设施管护支付意愿没有显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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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提供单用环境设施时，污水治理促使农户的污水设施管护支付意愿显著增加 22. 1129元 /月。
上述分析可见，在使用权明晰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可以提升农户对设施管护服务的支付意愿，

是促进“受益者付费”机制建立健全的补充。可能原因在于，在非正式制度约束下，熟人社会的声誉
约束( 例如“面子”) 替代了正式契约的监督成本( 唐林等，2019) ; 统一规则破解了集体行动的协调困
境，农户更愿意为公共环境服务付费。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人居环境治理的深入推进，建立“农户合理付费、村级组织统筹、政府适当补助”①设施运行
管护经费保障制度至关重要。本文利用 2021年全国 7 省份农户支付意愿数据和村庄人居环境整治
项目实施数据，从私人和公共环境设施管护支付意愿两个方面，系统考察了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对农户

环境设施管护服务支付意愿的影响机制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人居环境治理政策通过增加环境
基础设施供给和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户对环境设施管护的支付意愿，但这种提

升效应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具体而言，政策的激励效应主要作用于支付意愿较高的农户群体，
这些农户不仅表现出更强付费意愿，还愿意支付更高金额。进一步分析表明，政策效果受到多重因素
的调节: 在经济条件方面，收入水平越高农户对政策的响应度越高; 在产权安排方面，设施使用权越明

晰政策效果越显著; 在质量感知方面，设施质量越好农户支付意愿提升幅度越大; 在制度环境方面，存

在非正式约束制度的村庄政策实施效果更佳。可见，现行的人居环境治理政策提升了农户对人居环
境设施管护的支付意愿，为今后人居环境治理打下了群众基础。然而，在目前的人居环境治理中，尚
未很好利用付费激励制度使农户潜在的支付意愿变现。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系统化的“政策—产权—制度”协同激励框架。在政策层面，应充分发

挥人居环境整治产生的禀赋效应，通过环境基础设施供给激活农户支付意愿，但需关注心理账户锁定

效应，在长期管护中各个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阶梯式退出”策略逐步降低政府投资比例，促使
心理参照点向市场化付费转移。针对不同收入群体实施差异化干预，对低收入群体实施“清洁服务
代金券”等定向支付补贴，以突破其生存需求优先的心理预算约束; 而对高收入群体则可通过强化其
社会地位等市场手段激发其支付动机。在产权层面，核心在于通过明晰环境设施权属，建立受益者付
费制度，将人居环境设施使用权、收益权与管护责任明确捆绑赋予农户，并通过发放环境设施使用权
证实现产权明晰化，进而破解公共设施管护的“排他性困境”，使个体支付意愿与管护效益挂钩。在
制度层面，强化村规民约的软约束功能，利用熟人社会的声誉机制构建“参与付费光荣”的社会资本
网络，并通过集体协商建立差异化的付费标准( 如基于收入分档定价) ，从而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

化解集体行动困境。政策、产权、制度的有机整合，可实现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与村庄自治的激励相
容，为建立可持续的受益者付费机制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
总之，在推进人居环境持续治理中，不仅要稳定增加环境基础设施和管护公共服务的供给，也要

“按产权归属落实农村基础设施管护责任”。结合政策工具、经济手段和非正式制度，例如建立适合
当地的管护制度、实施阶梯定价、对支付沉默群体的经济助推、制定能够触发“从众效应”的村规民
约，激发农户参与人居环境设施管护筹资集资的积极性。通过以上措施建立建全受益者付费机制，是
增加农村居民参与度、突出农村居民在乡村建设和经营中的主体地位、健全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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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 2021－2025年) 》，https: / /www. gov. cn /zhengce /
2021－12 /05 /content_5655984.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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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Motivate Farmers’Willingness to Pay for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Maintenan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Ｒural Living Environment Policies

LI Dongqing，HOU Lingling，CHEN Kevin

Abstract: This paper utilizes field survey data from over 1，300 households across seven prov-
inces in 2021 to analyze，both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rural living en-
vironment governance policies and other measures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environmental facility maintenanc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farmers do exhibit a certain
willingness to pay for the management of living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governance programs amplifies this inclination. However，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policy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on the maintenance of private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with weaker effects observed for public facilities. Additionally，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incentives
is related to household income levels，with lower－income groups exhibiting reduced willingness to
pay. Therefore，supplementary incentive measures are needed，such as clarifying facility ownership
attribution，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and establishing informal regulatory
systems to strengthen 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polic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ide policy in-
sights for the future design of effective payment systems for beneficiaries of public services.

Keywords: Ｒural living environment governance policies; Facility maintenance; Willingness
to pay; Incentiv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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